
吴越地域文学的起源与生成

□ 项义华

内容提要 学界以往将一些从古籍中辑录的文本当作浙江上古时期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

并将其视为浙江文学的两大源头。然而，前者中有的是从楚地流传过来的时代特征不明的歌谣，

有的是汉人仿楚辞体为书中人物代拟的诗赋，并不是浙江上古时期的原始歌谣；后者则大多是从

中原发端的大禹神话在越地的延伸和衍生。作为中国地域文学中比较晚起的一个分支，吴越文学

事实上并不是在先越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吴越文化接受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进而逐渐

汉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其地域特色的彰显，则有赖于作者的在地书写实践和对地域文化主体性

的发掘。就文本形态而言，吴越文学发轫于汉初吴人辞赋，是南北文学交汇融合的产物。而东汉

时期出自越地的一批文人著述，尤其是《吴越春秋》，则更加充分地吸收融合了南北两大文学传

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这些作品通过书写吴越历史传奇，展现了吴越文化的主体性，

是吴越文学初步成形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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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发明文字以前，就已经有了语言。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在文字发明以前也已经产

生。因此，对文学起源的探寻，往往需要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民间口头创作。世界各民族的上古口

头文学，大体上有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和史诗这三种类型。中国上古缺乏古希腊荷马史诗这样的

文类，只有一些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流传下来。因此，人们往往要到上古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中

探寻中国文学的源头。但上古时期的口头文学大多已经湮没，后人所看到的那些民间歌谣和神话

传说，都是在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书面文献中保存下来的，这就需要人们对相关材料进行鉴别，对

其文本性质和时代属性作出判定。

目前，在浙江文学史研究中，有不少学者都将上古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视为浙江地域文学的

源头。如龚剑锋《论浙江于越立国之前的文学》一文就将先越时期的浙江文学分为原始歌谣和神

话传说两种类型，认为“浙江文学的最早形式是原始歌谣。在原始歌谣中，又以劳动歌谣产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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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这些歌谣在劳动人民中间代代相传，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在文献中被记录保存下来”，“原始歌

谣在上古浙江的出现，标志着浙江地方文学的起源和萌芽”。此外，文章还对“禹为中心的会稽

神话系统”作了论述，认为这些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一道“开辟了浙江地方文学之先河，是浙江

文学史上的第一页”。（龚剑锋，1989）此后，各种浙江文学史论著大体上都延续了这种说法。如

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就引述龚文观点，认为浙江上古时期的原始文学样式主要有原始歌

谣和神话传说，“原始歌谣是浙江最原初的文学样式，也是浙江文学的源头”，其中“又以劳动歌

谣产生最早”。（王嘉良，2008，第 19～20页）沈松勤撰写的《浙江文化史》第 11章，在叙述浙

江诗人对诗歌发展作出的贡献时，将原始歌谣视为“浙江诗歌的滥觞”。（沈善洪主编，2009，第

348～350页）孟文镛《越国史稿》中关于“越国诗歌的起源”的论述，也基本上延续了上述观

点，只是在材料和论证上有所扩展。（孟文镛，2010，第 512～528页）可见此说已经成了浙江学

界的主流观点。

但问题是，浙江区域文学只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比较晚起的一个分支。以往人们

所说的那些上古浙江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从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一些典籍上搜辑而来的。

其中有些文本出自中原典籍，并非越人之作；另一些文本虽然出自越地文献，但时间较晚，文人

创作意味颇浓，并非上古浙江的原始歌谣或神话传说。将浙江文学的源头归结为浙江上古的原始

歌谣和神话传说，不但缺乏充足的文献依据，而且混淆了传世文本的实际来源，对于我们科学认

识浙江（或吴越）地域文学①的起源和生成造成了一定的妨碍。故笔者特撰此文，从史料考辨入

手展开深入分析，望能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对地域文学起源问题的理论探讨。

一、“原始歌谣”考论

关于浙江上古的原始歌谣，以往人们主要是从其与越人的关联进行搜辑的。其中有 3首常被

视为典型，即《弹歌》《候人歌》和《越人歌》。

《弹歌》出自东汉时期会稽士人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据该书记载，句践②十三年，相国

范蠡向越王引荐了一位善射的楚人陈音。见面时，越王向陈音请教善射之道，陈音便向他讲述了

弹弓的来历：

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

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

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

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

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于是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

帝之后，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

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逄蒙，逄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

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

侯可服。琴氏传之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传

至灵王，自称之楚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自灵王之后，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

①按：浙江作为省级行政区划始于元代，不足以涵盖吴越文化圈的范围。本文论述吴越地域文学，关注的是其早期的起源和生成，故
不限于今之浙江的范围，而以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直至东汉时期会稽郡的范围为据。

②后世亦作“勾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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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虽不明其道，惟王试之。”（赵晔，2019，第

144～145页）

弓箭是人类早期重要的武器之一，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出现。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弓箭，出自南

非中石器时代的西布杜遗址，距今已有 6万多年。（Lombard，2011）晚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

48000年前，南亚部落就开始在斯里兰卡的雨林中使用弓箭进行狩猎。（Langley，2020） 1972年，

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了一件石镞，这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箭头。

（贾兰坡等，1972） 而在中国古籍中，人们则把弓箭的发明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如《世

本·作篇》就将弓的发明权归于黄帝时人，称“挥作弓”。（宋衷注、茆泮林辑，1937，第112页）

《吴越春秋》通过楚人陈音与越王句践的对话，叙述了弓箭的历史，将弹弓发明的历史追溯到黄

帝之前的“古之孝子”，建构了一个从古之孝子直到楚灵王的弓箭传承谱系（即古之孝子→神农

→黄帝→弧父→羿→逄蒙→琴氏→楚三侯→灵王），其中大多与楚人相关，与越人并无关系。有

学者认为，《弹歌》保存在浙江学者所著的史书《吴越春秋》里，反映的是浙江先民的渔猎生活，

“其流传地区当在浙江会稽一带”，所以是“浙江先民所创作的原始歌谣”。（龚剑锋，1989）但据

上述文本可知，《弹歌》本是一首在楚地流传的歌谣，是经楚人陈音转述才流传到越地的，并不

是越地的民谣。相比楚地，越地不但不是《弹歌》的发源地，而且弓箭技术也比楚国落后很多，

所以越王句践才需要向陈音请教，并礼聘陈音为其训练士兵。不论《吴越春秋》的这一段叙述是

否与史实相符，它所揭示的正是楚国在军事和文化上对越国的影响，是楚地（而非越地）民间歌

谣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必须明了的一个基本事实。

在以往所说的越人歌谣中，《候人歌》（或称作《涂山女歌》）也是经常被人提到的一篇代表

作。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

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

为周南、召南。”（许维遹，2009，第 139～140页）值得注意的是，《音初》是在东南西北四个区

域的视野中探讨“东音”“南音”“西音”“北音”的起始的。文中将“候人兮猗”一句径直判定

为“南音之始”，并且视之为《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取法的对象，这也是将文艺起

源与区域风土联系起来的较早的论述，可谓是中国文艺地理学的先声。但所述数例，大多只是传

说，未可作为实证。有论者以《越绝书·记地传》所载“涂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县五十

里”为据，认为“涂山当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又称《候人歌》在动宾结构后面加了两个感叹虚

字，“表达感情就更加深厚浓郁”，与动宾结构的《弹歌》相比进步很大。（龚剑锋，1989）但大

禹本来就是传说中的人物，《吕氏春秋》中所说的涂山却在淮水当涂一带。据北魏郦道元《水经

注》淮水篇当涂县条下注：“淮水自莫邪山东北迳马头城北，魏马头郡治也，故当涂县之故城也。

《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

壬、癸、甲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县即其地也。”（郦道元，2007，第 709 页）虽说今本

《吕氏春秋》未见此引文，但郦道元所引应有所据，且与《音初》篇所述相呼应，却比涂山在会

稽一说可信。

与《弹歌》和《候人歌》不同，《越人歌》是一首归属明显的越人歌谣。此歌出自刘向《说

苑·善说》篇：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璏剑，履缟舄，立于游水之上。大夫拥钟锤，县令执桴

号令，呼谁能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

吴越地域文学的起源与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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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盥手而称曰：“君独不闻夫鄂君子皙之泛舟

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极䓣芘，张翠盖，而㩉犀尾，班丽褂衽。会钟鼓之音毕，榜枻

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 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

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

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

被而覆之。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珪，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

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独何以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

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

之礼谨受命。”（刘向，1987，第277～279页）

庄辛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 298－前 264年在位）一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

人。他转述的这首《越人歌》，曾经得到宋人朱熹的激赏。朱熹认为《越人歌》虽“其义鄙亵不

足言”，然“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余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

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朱熹，

1979，第 222 页）；又称屈原《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一章，

“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所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同上，第36页）。

近人对《越人歌》的文学价值也评价颇高，常常视其为抒写男女欢爱的情歌，有的还从地域文学

的角度肯定它是“于越民族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而又最真实可靠”的一首。（孟文镛，2010，

第 517页）但从故事情节来看，这是一位身在楚地的越人舟子（而非越女）对楚王子鄂君子皙表

白恋慕之情的歌谣，表白者与被表白者皆为男性。所以楚大夫庄辛才会引这个故事来劝说襄成君

与他牵手，理学家朱熹则称“其义鄙亵不足言”。《越人歌》的主人公越人舟子身在楚境，与鄂君

子皙身份地位相差悬殊，他以献歌方式向后者表白，其目的显然是要寻求后者的宠幸和庇护，这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句践称霸之前越国与楚国之间的附属关系。

据《左传》记载，昭公五年（前 537）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越大夫常寿过

帅师会楚子于琐”（杨伯峻，2009，第 1270～1271页）；昭公八年（前 534），“冬十月壬午，楚师

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同上，第 1300页）；昭公十三年（前 529）春，楚王灭蔡之后举

行“申之会，越大夫戮焉”（同上，第 1344页）；昭公二十四年（前 518）冬十月，“楚子为舟师

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

而还”（同上，第 1452～1453页）。这些事例都说明越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听命于楚的。另据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

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

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司马迁，2014，第 2795页）这里所说的“越声”，是指越语。

《越人歌》是现存唯一以汉语转录了越语语音的歌谣，称作“越歌”，当无可议。有些论者称《越

人歌》中的“越人”是壮族或侗族（朽木次郎，1988），但刘向《说苑》中除了《奉史》述及汉

初征服南越一事，其他各处所述之越，皆为越国之越。书中四处用到“越人”一词，如《立节》

中“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反质》中的“越人徒跣剪发”，皆为越国人，则可知《越人歌》

的吟唱者当为越国之人。但这首越歌经过“楚说”（即以楚语解说翻译）之后，也已经楚辞化了。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批评刘向“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

飠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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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刘知几，2009，第482页）《越人歌》出自《说苑》，故事栩栩如生，

亦难脱虚构之嫌。游国恩曾经“假定它为前550年的产品”，但又认为“它的文学艺术的确可以代

表一个《楚辞》进步很高的时期；虽是寥寥短章，但在《楚辞》中除《九歌》中的《少司命》

《山鬼》等篇恐怕没有赶得上他的”（游国恩，1930，第 30～31页），虽然他认为民歌天成，言情

易工，却终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文学艺术一般都是从简单形态发展到复杂形态的。从语言风格

上来看，《越人歌》句式整齐，意境优美，比兴手法运用得当，歌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与

《湘夫人》中的“沅有芷兮澧有兰”可谓异曲同工，明显看得出楚辞的影响，很有可能是屈宋之

后的作品，也有可能是西汉时期的刘向根据传说改编的一首仿楚辞体的越人歌谣，并不是越地的

原始歌谣。

除了《弹歌》《候人歌》和《越人歌》，《吴越春秋》中的《越王夫人怨歌》（又称《句践夫人

歌》或《乌鹊歌》）、《采葛之妇歌》（又称《苦之诗》）、《离别相去辞》（又称《军士离别词》）、

《河梁之诗》也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越人歌谣。据《吴越春秋》记载，句践五年（前 494）五月，越

王与大夫文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送至浙江之上，众人相顾涕泣：

越王夫人乃据船哭，顾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曰：“仰飞鸟兮乌鸢，

凌玄虚号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任厥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

天？帆帆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又哀吟曰：“彼飞鸟兮

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徊复翔兮游扬，去复返兮于乎！始事

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辜？离我国兮去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

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于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

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赵晔，2019，第111～112页）

春秋战国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杨伯峻编著，2009，第 861页）。《吴越春秋》述两

国争霸史事，所录越人歌谣，大多关乎国运和战事，多哀怨凄恻之辞。即使是表达“悦乐”的

《河梁之诗》，其中亦多有悲声，颇具艺术感染力。据书中所述，越国称霸之后，“句践乃使使号

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句践乃选吴越将士，西渡河以

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逆自引咎，越乃还军。军人悦乐，遂作《河梁之诗》”，诗云：

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阵兵未济秦师

降，诸侯怖惧皆恐惶。声传海内威远邦，称霸穆桓齐楚庄，天下安宁寿考长。悲去归兮何无

梁。（同上，第169～170页）

但越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尚武轻文的国家。为越王效力的一些楚国客卿虽通文墨，亦

不以文才见长。相传范蠡著有《兵法》和《养鱼经》，此亦系实用之学，与文学无关。留存至今

的吴越题铭，数量虽有上百件，但大多只是简单的标记文字，复杂一些的，无非也是一些四五言

的训辞。如越王者旨编钟题铭：“隹（唯）正月季萅（春）吉日丁亥，戉（越）王者旨於睗擇氒

（厥）吉金，自乍（作）禾（龢）童（鐘）。我台（以）樂丂（考）、帝（嫡）祖、夫（大夫）、賓

各（客）。日日台（以）鼓之，夙莫（暮）不貣（忒），顺余子孫，萬枼（世）亡（無）疆，用之

勿相（喪）。”（董珊，2014，第 50页）而《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这些越人歌谣，则都是一些楚辞

体的诗作，文体上已经相当成熟，不可能是雅文化方面比较落后的越人之作，更不可能是宫中妇

人和军中士卒的即兴之作。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它们都是《吴越春秋》的作者根据叙述情节

发展的需要代拟的，并不是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越人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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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话传说剖析

除了先秦和秦汉典籍中搜辑的一些歌谣，那些与越地相关的神话传说也常常被人们当作浙江

早期文学的源头之一。龚剑锋认为：“上古时期浙江的神话传说主要有‘禹会会稽’‘禹娶涂山’

‘会稽鸟耘’等。这些神奇瑰丽的神话传说以禹为中心‘人物’，并同会稽山紧密结合，形成了一

个诡奇多姿的会稽神话系统。”（龚剑锋，1989）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基本上也延续了这

种说法。但事实上，与神话资源丰富的中原和楚地相比，越地的神话传说并不多。大禹传说在先

秦时期广为流传，是许多区域共享的一种文化资源，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与会稽一带有关的只是

其中一小部分，且大多出自中原典籍，并非都是越地之作。而在越地产生的那些神话传说，实质

上也是中原神话的延伸，不但不足以构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会稽神话系统，反而彰显了中原文化在

会稽的影响。

从内容上来看，大禹神话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系列：一是鲧禹治水，二是夏禹开国。环境史研

究表明，距今4200—4000年，全球气候突变，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严重降温现象，并引发了大规模

的洪水灾害，使得新石器晚期文化走向衰落。如中国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黄河流域的龙山

文化，都是在此期间衰落甚至消亡的。这在东西方神话中都有所反映。如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吉

尔伽美什史诗》中的第11块泥版就是以史前大洪水为主题的，诗中还着重刻画了吉尔伽美什预先

建造的方舟。（拱玉书，2021，第227～246页）这些情节后来也出现在希伯来经典《圣经》之中。

它们都将大洪水视为划分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转折点。中国先秦时期的一些典籍也对这场洪水

及先民治水的情形作了描述。如《尚书·尧典》中就写了帝尧与四岳会商，派传说中的大禹之父

鲧去治水的情形：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

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孙星衍，2004，第26～28页）

据《尚书》记载，治水失败的鲧事后被舜殛于羽山，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惩罚。而其子伯禹，

则因“平水土”之功被封为司空。《尚书·禹贡》一篇，以较长篇幅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具体事迹

和地域范围，其中也说到了东南一带的扬州：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

震泽砥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

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

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顾颉刚、刘起釪，2005，第523～624页）

在这段文字中，与吴越一带最有关联的就是“三江既入，震泽砥定”一句。据今人考证，

“大抵‘三江’只是指彭蠡泽以东长江及其支流诸水”（同上，第 630页），“震泽”则是指太湖。

但太湖在这里只是作为大禹治水的东南边缘而被提及的。对于东南沿海一带遭受洪水灾害的严重

情形，先秦和秦汉古籍中并未有任何具体描述，最多也只是一笔带过。如《越绝书》所述：“禹

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及其王也，巡

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会稽。”（袁康，2013，第 221页）此

处虽然以大禹治水作为由头，也将大禹在越地的行程与治水作了连结，但其重心显然是诸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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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大禹诛杀防风氏的传说就发生在这场会盟中。

据《国语·鲁语》记载：“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

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防风何守

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

狄，今为大人。’”（左丘明，2002，第 202～203 页）据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所作的注：

“封，封山。嵎，嵎山。在今吴郡永安县。”（同上）吴郡永安县即今之浙江湖州德清，可见传说

中的防风氏系越族部落首领。《韩非子》中亦称：“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

之。”（王先慎，1998，第126页）《国语》和《韩非子》都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典籍，表明这个传说

在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传。据赵晔分析，禹“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

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赵晔，2019，第 100页），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向诸侯宣示他对四方

的统治权力，为其开国大业服务。这与《尚书》中记载的帝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

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孙星衍，2004，第 56～57页）的举动如出一辙，反映了传说时代

部族征伐，强势部族不断扩张，逐渐成为早期国家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原部族显然是强势

的征服者，而以防风氏为代表的吴越原住民部族则是处于弱势的被征服者。前者对后者拥有生杀

予夺的大权，包括更改地名的权力，而后者则不但需要俯伏在前者的权力之下，而且还要借助前

者的某种权威，获得合法性。越王为夏禹后裔一说即建基于此。

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

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

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司马迁，2014，第2099页）在这里，司马迁

只是简单地交代了越王句践作为夏禹之后的身份及其祖先的来历，并没有像在《三代世表》《五

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篇中那样加入许多神话，这表明作为西汉时期的太史

令，他并没有神化越国王室的意图。虽然司马迁在青年时期曾经“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

穴”（同上，第 3988～3989页），或许也听说过一些越地的神话故事，但他并没有将其采录入史。

直到东汉时期，会稽士人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一书中，才出现了许多的神话内容。尤其是

《越王无余外传》一篇，就对鲧、禹传说作了添油加醋的改写，对越王世系与禹的关系作了神乎

其神的渲染。文章开首将禹父鲧称作“帝颛顼之后”，又称“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

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赵晔，2019，

第 95页），这种感生神话显然也是为了渲染禹的神性。文中述鲧、禹事迹，神话色彩颇浓。如谓

“鲧投于水，化为黄能，因为羽渊之神”（同上，第 96页），又谓禹发金简之书，得通水之理，又

称《山海经》系禹巡行四渎之作，“使益疏而记之”（同上，第97页），种种描述，尽皆小说笔法，

已脱原始神话色彩。

为了强化夏禹与越地的关联，《吴越春秋》不但重述了禹在茅山召集四方群臣会聚、斩杀防

风氏的传说，还补写了禹临终安排后事的情节。文中称，大禹临终前曾向群臣宣示：“吾百世之

后，葬我会稽之山。”（同上，第 100页）禹死后三年，其子启从禹的继承者益手中接过权力，派

遣使者到会稽山祭拜大禹，并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

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

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

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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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语，其语曰‘鸟禽呼’，咽喋咽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

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

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瑞，以为百姓请命。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壬

生无䁺，䁺专心守国，不失上天之命。无曎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允常，常立，当吴王寿梦、诸

樊、阖闾之时。越之兴霸，自允常矣。”（同上，第 101页）由此可见，越国始祖是以传说中的夏

禹后裔自居的。但传说中的夏朝从少康到桀就有 10代，商朝从成汤到帝辛（即纣王）共有 31代，

周朝从周武王到周敬王也有 26代，加起来有 67代，而越王世系前期只有“无余传世十余”，后期

从无壬至允常（与周敬王同时）只有 4代，加起来最多也只有 20代左右，中间足足差了四十多

代，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司马迁称越王句践的祖先是夏禹后裔，又称少康庶子封于会稽后二十

余世到了允常时代，显然是没有把这个世系与他自己编写的夏商周世系对照起来，发现两者的时

间差距。而《吴越春秋》踵事增华，添加了许多故事情节，其目的也只是想要借助夏禹传说，神

化越王世系，为其统治提供神性的合法性来源，却并不能真正填补越国崛起与传说中的夏禹时代

之间漫长的时间差距和巨大的历史空白。

三、文化融合与吴越地域文学的生成

以往，人们在浙江文学史研究中，往往强调越地歌谣和神话故事在地域文学起源中的作用，

但事实上，他们所选取的材料并没有一处来自先秦时期越人的记载。由于越国没有自己的文字，

先秦时期文化相对比较落后，除了器具题铭，并没有其他文字材料留存下来，现存较早与越地有

关的文字记载，都出自中原典籍。其中时间最早的史料是《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的成周之

会。当时与会的蛮夷部落首领中，就有来自东南地区越族部落的首领。他们各自都带了出自本地

的一种水生物作为贡品，其中包括东越海蛤、欧人蝉蛇、姑妹珍、且瓯文蜃、会稽鼍等等。（黄

怀信等，2007，第833～839页）这表明会稽等地还未脱蛮荒，是以部落而非诸侯国的形态出现在

朝贡仪式上的。

相关文献表明，越国作为诸侯国真正进入中原人士的视野，已经是在春秋时期。据《左传》

记载，宣公八年（公元前 601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

越而还”。（杨伯峻编著，2009，第 696页）在这里，吴、越两国只是作为楚国会盟的附属国出现

的。对于两国情况，《左传》并未有所记述。直到 57年后的襄公二十九年（前 544），吴越发生战

争，越国俘虏刺杀吴王余祭，《左传》才又记了一笔：“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

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同上，第 1157 页）昭公三十二年（前 510），吴国再次讨伐越国，

然而，在《左传》的记载中，这却是吴伐越的第一次：“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同上，第

1516页）不过在这里，《左传》也开始注意到了吴越两国的历史纷争，写了一句评论：“史墨曰，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同上）这显然体现了《左传》以道德

论因果的道德史观。定公五年（前 505），吴国攻打楚国，攻入郢都，越国乘机攻打吴国，《左传》

也只简略地记了一笔：“越入吴，吴在楚也。”此后，吴越两国连续发生多次战争，《左传》才作

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如其述定公十四年（前496）战事，就有比较多的细节描写：

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檇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

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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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

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

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同上，第1595～1596页）

此外，对哀公元年（前 494年）夫椒战役后吴越各方的应对，越王的示好和伍员对吴王的诤

谏，书中也作了细致的描述：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

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

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

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

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

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

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

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

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

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同

上，第1605～1607页）

《左传》的这几段文字，史事叙述绘声绘色，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堪称史传书写的典范之作，

对后来的吴越书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国语》也对吴越史事作了更多

书写。《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吴越史事只是穿插其中，分量也很有限。而《国语》中的《吴语》

《越语》则独立成篇，文体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把吴越史事书写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左传》和《国语》毕竟都是中原之作，对吴越的书写还是比较有限的。而晚近发现的清华简

中的《越公其事》一篇，则以句践灭吴为主题，记载了不少越国史事，其中一些情节与传世文献

有较大差异。虽然《越公其事》的成书时间目前还无法确定，但从故事化倾向来看，它大概介于

《左传》与《国语》之间，也是《吴越春秋》的源头之一。（同上，第1605～1607页）

吴越文学的生成，是区域文化交流融合、越地汉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吴

越两国虽然在文化上并不发达，但吴国接近中原，越国接近楚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邻近区

域的文化影响。秦汉时期，吴越地区被纳入大一统国家体系中，区域文化融合程度不断提高，这

对吴越文学的生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秦始皇在公元前 210年东巡会稽祭拜大禹，并在会稽东山

刻石勒铭。铭辞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

俗，黔首齐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

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

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

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

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

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

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

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

吴越地域文学的起源与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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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司马迁，2014，第322～323页）

这篇铭辞是始皇命李斯撰文并书写的，其意旨在颂秦德、罪六国、明法规、正风俗，并没有多少

文学价值，亦非越人之作，但它是古籍中记载的在越地出现的第一篇铭文，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

越题铭相比较有文采，对中原文化在越地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

到了汉代，吴越开始出现了一些文人群体，也产生了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价值的文学作

品，吴越地域文学亦因此而生成。其中第一批成果就是汉初吴地的广陵辞赋。汉初实行郡国并行

制度，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分封了一批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具有一

定的自主性。吴越一带在秦代设置会稽郡、鄣郡，被纳入大一统国家体制的框架中；到了汉初，

又以诸侯国的形态出现，区域自主性大为增强。吴王刘濞在位期间（公元前195—154年），“王四

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

数十两车，国富民众”（同上，第 3751页）。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吴王还大力招致四方游士，

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文士，如吴人庄忌、枚乘和齐人邹阳等“皆以文辩著名”（班固，1962，第

2338页），均有辞赋传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枚乘的《七发》。此赋两千余言，虚拟了

楚太子有病，吴客以七事为其开导的情形。在一一为楚太子描述了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

猎之妙而未见效的情况下，吴客又为其描述了八月之望吴国广陵曲江观潮的情形，以汪洋恣肆的

文笔，写出了江潮浩荡的气象，将辞赋创作和风景书写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广陵文人群体

的形成和具有地域特色的广陵汉赋的出现，是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吴越地方意识觉

醒、文人书写独具特色的一种表现。

《汉书·地理志》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

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

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

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本吴粤与楚接

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同上，第1668页）吴越两国早在春秋时期就与楚国有着很深的关

联和纠葛，吴国一度被迫与楚国结盟，后又与楚为敌，两国相互交战，越国则一直是楚国的盟

友。战国初期（前 473）越国消灭吴国，将吴地纳入版图之后，还曾将吴国占领的一部分楚地还

给楚国。但到了公元前 333年（时为战国中期），越王无疆却“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

强”（司马迁，2014，第2108页）。后经齐威王派人游说，越国放弃伐齐，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楚

国，结果被楚威王打得一败涂地。“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同上，

第 2112页）。直到公元前 222年秦军攻占越地，在这 111年间，吴地一直属于楚国，越地诸王侯也

臣服于楚，受楚文化影响颇深。汉赋源于楚辞，又糅合了齐人的纵横家之风，是南方楚文化与北

方齐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而吴地正是楚文化与齐文化的交汇之地，汉赋在此出现，是合乎逻辑

的。此后，吴国虽被汉室剿灭，广陵文气之盛，亦随之烟消云散，但吴越地区仍不断有文士出

现，如严助、朱买臣二人都是汉武帝时期有名的吴越文士，也都担任过会稽太守，在推动中原文

化传播和吴越文学创作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新莽之时，北方社会动荡，许多士人到江南避乱，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据《后汉书·循

吏列传》记载，更始元年（23），南阳士人任延拜会稽都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

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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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1965，第2460～2461页）严子陵名光，系会稽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光武

即位后，他隐居不出，后至富春江耕读为生，虽无诗文传世，却也为后世树立了文人隐士的风

范。其后，随着中原文化影响的不断加深，吴越文化的汉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继吴地之

后，以会稽为中心的越地也兴起了文人撰述之风，出现了《越绝书》《论衡》《吴越春秋》等著

述。它们不但在吴越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由会稽学者袁康和吴平整理，是一部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

史实的杂史，保存了许多东汉以前吴、越地区的史料，特别注重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

倪等人的外交军事活动。《隋书·经籍志二》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

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徵，1997，第 982页）

《越绝书》正是在这种编纂郡国之书的风气下产生的。它延续了先秦典籍《左传》《国语》和西汉

司马迁《史记》的史学传统，又突出了越国的地方特色。书中“贬大吴，显弱越之功”（袁康，

2013，第2页），彰显越王句践的霸业，充分体现了越人对本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是越人历史书写

的开山之作，也是越族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的第一部作品，在浙江地方史书写中具有首创性的意义。

据《后汉书》记载：“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

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

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

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

牖墙壁各置刀笔。著 《论衡》 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范晔，

1965，第 1629页）《论衡》一书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力矫时弊，秉持疾虚妄的理念，

对于当时流行的谶纬之说、天人感应理论，都毫不隐讳地提出了批评，显示了迥超时流的识见，

在思想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可以说是吴越学人的一部自立之书；二是弘扬人文价值，对文学与文

化的意义多有阐发。在《超奇篇》中，王充把文人分为说经疏典的“儒生”、博览古今的“通

人”、上书奏记的“文人”和“精思著文”的“鸿儒”，对“文由胸中所出，心以文为表”的“繁

文之人”大加赞扬，称之为“人杰”。（王充，1990，第606～609页）在《书解篇》中，王充又将

儒者分为两类（即作为“著作者”的文儒和作为“说经者”的世儒），并且提出了“物以文为表，

人以文为基”的观点，把“文”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上，第 1150页）针对时俗贵

古贱今的论点，王充指出：“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

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术之《箴

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同上，第 1173～1174页）

东汉初年东番、临淮、会稽一带的士人在著述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并不亚于西汉时刘

向、扬雄等名家。“文雅之英雄”也是衡量人生成就的一种尺度。这种以文为本位的思想，对于

文学和文化摆脱附庸地位，展现主体性，是很有理论意义的。

与《越绝书》一样，《吴越春秋》也是东汉时期越地士人书写吴越争霸史的一部力作，且更

具文学色彩。据《后汉书·赵晔传》记载：“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

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

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

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

诵习焉。”（范晔，1965，第 2575页）赵晔随杜抚求学的 20年基本上都是在京师度过的，受中原

吴越地域文学的起源与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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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颇深。他的《吴越春秋》一方面延续了《越绝书》书写吴越史事的撰述传统，吸收了中

原史学撰述的基本方法，在历史叙述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司马迁等人以文学

笔法书写传奇故事的撰述传统，在史传文学的传奇性书写方面作了更多的努力。书中既有史事叙

述，也有许多传奇书写，充分展示了作者将历史传奇化的功夫。不仅如此，作者还具有很高的诗

赋创作水平，能够根据故事情节的进展，创作出符合人物性格特点和场景氛围的辞赋，在文学风

格上与楚辞十分相近，几可乱真。这在前面引述的几首前人所说的歌谣（实为辞赋）中就表现得

相当明显。虽然这些描写从历史书写的要求来看有些失实，不能作为信史看待，但从文学创作的

角度来看，这种融历史叙述和文学书写为一体的历史文学书写却是很有意义的，在历史文学撰述

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在融合多元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展现吴越文化

特性，弘扬地域文化自主性方面，《吴越春秋》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吴越文学在两汉

时期生成的一个根本原因。

四、结 语

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于文学起源的探讨历来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但以往的研究也存在着

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过于注重文学的起源，把某个单一因素视为文学的起源，却忽视了文学

创作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文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语言因素无疑是第一

位的。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的内容，都需要在语言产生之后才能形成，并借助语言作为载

体。而语言本身也是在日常应用和各种专门化的应用中得到发展的，并且需要以文字作为载体，

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需将语言功能发挥到极致，尤其离不开语言这个载

体。从理论上看，世界上每个地域都有可能产生文学。在文字出现之前，都有可能产生口述文

学，但绝大部分作品都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后，是语言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口述文学材

料严重不足，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其“原始”性（或曰原初性质）的情况下，与其到一些早已经

典化的古籍中寻找初民时代的文学踪迹，把一些从经典搜辑而来的零星材料当作文学起源的见

证，还不如从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出发，对其初始状态进行回溯，看看一个地域的文学是

如何从在一些可以确定其来历的初始文本中出现，经由何种途径，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复杂的

文学文本，最终以某个文人群体和一组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若如此，就可以判定这个地域

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传统。

对于吴越地域文学来说，目前所能确定的初始文本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题铭。如前所

述，它们在文本形态上都是比较简陋的，只是某些文本的表述形式稍有一些文学特点，与同时期

的中原和楚地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正符合吴越早期从洪荒状态中走出，开始接受汉字文化影响的

历史特征。以往一些学者把从中原典籍或越地东汉典籍中搜辑到的一些与越人越地稍有关系的文

本当作浙江文学上古时期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将其视为浙江文学起源阶段的作品，却不

对材料来源、文本特征和时代属性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显然并不可靠。而据

笔者分析，那些所谓的“原始歌谣”，其实都不是在上古时期的越地出现的。其中有的是从楚国

流传过来的时代特征不明的歌谣，有的是汉人模仿楚辞代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赋，它们都反映了楚

文化的影响。而那些与越地有关的神话传说，则大多是从中原发端的大禹神话在越地的延伸和衍

生，体现了中原政治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巨大影响。作为中国文学比较晚起的一个分支，吴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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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不是在早已湮灭无闻亦无文字材料留存的先越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吴越文化接

受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进而逐渐汉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可否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应该

有一些口述形态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出现，并流传到了秦汉时期，要不然《越绝书》和《吴越春

秋》似乎也不可能凭空创作出那么多的故事。但就文本形态而言，吴越文学的发轫显然是从汉初

开始的，其文本依据就是吴人庄忌、枚乘、严助、朱买臣等人创作的辞赋，其中十分明显地体现

了楚辞的影响以及吴人融合南北文学的功力，也体现了吴越地域书写的某种特色，为中国文学别

开生面。而东汉时期出自越地的一批文人著述，则更加充分地吸收融合南北两大文学和文化传

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通过书写吴越争霸的传奇故事，展现了吴越文化的主体性特

点。这正是吴越文学成形的一个主要标志。

以往在地域文学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从一个地域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文学产生的源头。但事实

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文学，并不一定起源于其自身的早期文化，有些国家的文学传统是从异

国移植过来的。俄罗斯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其所著《俄国文学史》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自 11世纪初至 17世纪末，俄国文学的存在与同一时期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发展毫无关联。与俄国

艺术一样，俄国文学亦为希腊树干上的一根侧枝。它的第一把种子于 10世纪末自君士坦丁堡飘

来，与东正教信仰一同落在俄国的土地上。”（米尔斯基，2013，第1页）此说虽或不无过当之处，

却也颇具参考价值。无独有偶，德国学者史腊斐在其《德意志文学简史》中也指出，“德意志文

学史是由中世纪德语文学开启的”，“与同时代的拉丁文文献相比，德语文学的数量仅是沧海一

粟，无法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语料库”。（史腊斐，2023，第19～20页）在我看来，这也正是科尔

提乌斯名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撰述的根由，因为许多欧洲国家的文学都与拉丁中世纪文

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中国与世界上一些早期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一样，

有着自己的本土文化根源和独特文学传统，但这是就国家范围而言的。若以地域而论，则并非每

个地域的文学都是从本地域的原始文化根基上产生的。吴越地域文学亦然，它是在融合先秦时期

南北两大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生成的，而其地域特色的彰显，则有赖于作者的在地书写和对地域文

化主体性的发掘。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在

个案研究和方法论层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董珊：《吴越题铭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4.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5. 赵晔：《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周生春辑校汇考，中华书局2019年版。
6. 龚剑锋：《论浙江于越立国之前的文学》，《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
7. 拱玉书译注：《吉尔伽美什史诗》，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8.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
9. 海因茨·史腊斐：《德意志文学简史》，胡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10. 黄怀信、张懋镕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1. 贾兰坡、盖培、尤玉桂：《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2. 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林振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3. 李守奎：《〈越公其事〉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文物》2017年第6期。
14. 郦道元：《水经注校证》，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
15. 刘向：《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16. 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7. 孟文镛：《越国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下转第155页）

吴越地域文学的起源与生成

143



‘克己复礼，仁也’”，不光强调“克己”，其中的“志”学者或加书名号，即以所谓“克己复礼”

的话出自早期《礼志》。这是综括性很强的话，无关具体的仪节。这种自我克抑也奠定了周人最

重要的政治伦理——只有能够自我克抑的有“威仪”者，才是合格的统治者即“民之父母”。这

是周人最大的政治“规则”。同时，周人对治国方略、临事策谋之“小大谋猷”也极为重视，这

构成了他们的成法、方略，也成为了一种“规则”。因此，所谓“周公制礼”之“礼”实包含这

广、狭两种义涵，它既非具体的仪节，更不是《周礼》一书，庶可断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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